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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 　 阮元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爲清儒經典文本校訂的典範之作ꎬ至今

仍具有無可替代的學術文獻價值ꎮ 然而圍繞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纂修

原委、價值評判ꎬ因文獻尚不足徵ꎬ學界不乏聚訟ꎮ 本文根據«周易注疏校

勘記»稿本、謄清本和刻本的文本狀況ꎬ考察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纂修過

程ꎬ認爲其纂修主要是受當時學術氛圍的影響ꎬ與盧文弨、惠棟的校經成果

并無直接的繼承關係ꎻ諸經校勘并非阮元所謂“授經分校ꎬ復加親勘”ꎬ主要

還是各自爲政ꎬ標準亦不一致ꎮ 但是校經、補校、審訂、復核ꎬ存在相對嚴格

的流程ꎬ有助於提高校勘水準ꎻ此外ꎬ從稿本到刻本ꎬ各個階段的文本變化ꎬ

并非簡單的文字增减ꎬ而是體現着學術旨趣與認同ꎬ具有學術史意義ꎮ

中國古籍的編纂成書ꎬ是非常有意思的話題ꎬ不同性質的圖書往往經歷了不

同的編纂過程ꎬ而個人獨立著作、集體創作、官員領銜編撰ꎬ反映在結構内容方

面ꎬ也有不少的差異ꎮ 圖書成稿之後ꎬ大多還要經歷從初稿到修訂稿、謄清稿乃

至刊刻成書的過程ꎬ其間文字内容甚至結構都不無變化ꎮ 刊刻成書並不意味着

文本的固定化ꎬ補板、覆刊、重刊、改編ꎬ這些出版環節同樣會造成流傳文本内容

的差異ꎮ 考察古籍從稿本到刻本的成書過程ꎬ可以明確著作權的歸屬ꎬ梳理作者

的著作旨趣及其變遷ꎬ釐清文本異文産生的緣由ꎬ糾正内容訛誤ꎬ對於古典文獻

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ꎮ 但是由於古籍稿本存世數量不多ꎬ而且基本都是未經

刊刻的稿本ꎬ無法反映從稿本到刻本的形式變遷ꎮ 中國國家圖書館 ２０１０ 年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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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藏清嘉慶年間阮元主持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中的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的稿本

和謄清本ꎬ雖並非全卷ꎬ但朱墨燦然ꎬ承擔者李鋭的原稿ꎬ嚴杰的補校ꎬ孫同元的

復核ꎬ阮元的審定ꎬ歷歷在目ꎮ 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有清嘉慶十三年(１８０８)阮

元文選樓刻本ꎬ嘉慶廿一年ꎬ江西府學刊刻阮元«宋本十三經注疏»ꎬ附入盧宣旬

摘録並增補的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ꎬ道光六年ꎬ嚴杰又將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

刊入«皇清經解»ꎮ 因此ꎬ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同時存有部分原始稿本、謄清本和

早期刻本ꎬ成爲考察古籍從稿本到刻本變遷難得的標本ꎬ據之或可釐清«十三經

注疏校勘記»纂修定稿過程中許多原本模糊的問題ꎮ

一　 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纂刊之緣起經過

儒家諸經典之經注與義疏ꎬ原本别行ꎬ南宋坊刻本爲便利起見ꎬ彙合經注、義

疏、釋文於一書ꎬ致使經、疏文字ꎬ相互改易ꎬ章節分合ꎬ長短無定ꎬ人爲造成經典

文本的混淆ꎮ 南宋之後ꎬ十三經的組合方式ꎬ經、注、疏、釋文的文本結構ꎬ逐漸形

成固定搭配ꎬ«十三經注疏»遂成爲士人閲讀的最基本文獻ꎬ影響深遠ꎮ 宋本附

釋音諸經注疏在宋元明三朝不斷刷印覆刊ꎬ但坊刊本來不精ꎬ後印本又多有補

板、修板ꎬ字跡漫漶ꎬ明代據之翻刻爲監本、閩本、毛本諸本ꎬ文本訛誤更甚ꎮ 清乾

隆以降ꎬ考據之學興起ꎬ校訂經書文字亦漸成風尚ꎬ其中ꎬ盧文弨、浦鏜堪稱開風

氣之先ꎮ 盧文弨於乾隆四十六年(１７８１)撰«周易注疏輯正題辭»云:

余有志欲校經書之誤ꎬ蓋三十年於兹矣ꎮ 乾隆己亥ꎬ友人示余日本國人

山井鼎所爲«七經孟子考文»一書ꎬ歎彼海外小邦ꎬ猶有能讀書者ꎬ頗得吾中

國舊本及宋代梓本ꎬ前明公私所梓復三四本ꎬ合以參校ꎬ其議論亦有可採ꎮ

然猶憾其於古本、宋本之爲譌誤者ꎬ不能盡加别擇ꎬ因始發憤爲之删訂ꎬ先自

«周易»始ꎬ亦既有成編矣ꎮ 庚子之秋ꎬ在京師又見嘉善浦氏鏜所纂«十三經

注疏正字»八十一卷ꎬ於同年大興翁秘校覃溪所假歸讀之ꎬ喜不自禁ꎮ 誠不

意垂老之年ꎬ忽得見此大觀ꎬ更喜吾中國之有人ꎬ其見聞更廣ꎬ其智慮更周ꎬ

自不患不遠出乎其上ꎮ 雖然ꎬ彼亦何可廢也ꎮ 余欲兼取所長ꎬ略其所短ꎬ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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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取吾所校«周易»ꎬ重爲整頓ꎬ以成此書ꎬ名之曰«周易注疏輯正»ꎮ①

盧文弨有志遍校群經ꎬ纂爲一書ꎬ且最早揭示“經注”“義疏”“釋文”原本别

行②ꎬ其«重雕經典釋文緣起» (乾隆五十六年)云:“古來所傳經典ꎬ類非一本ꎮ

陸氏所見ꎬ與賈、孔所見本不盡同ꎮ 今取陸氏書附於‘注疏本’中ꎬ非強彼以就

此ꎬ即強此以就彼ꎮ 欲省兩讀ꎬ翻致兩傷ꎮ”③盧文弨此項觀點及其校訂經書文字

的實踐ꎬ頗爲錢大昕、段玉裁、王念孫諸儒所認同與發揚ꎮ 段玉裁«與劉端臨第

三書»云:“弟意欲將三禮經注校爲定本ꎬ刊之垂後ꎬ亦不朽之盛業也ꎮ”④王念孫、

王引之的«經義述聞»ꎬ亦有相當部分内容屬於校訂經書文字ꎮ

阮元在此學術氛圍影響之下ꎬ於嘉慶初年出任浙江學政、巡撫期間ꎬ邀集江

浙學人ꎬ編纂«經籍纂詁»ꎬ創建“詁經精舍”ꎬ並輯校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ꎮ 關

於校勘«十三經注疏»的緣起ꎬ阮元自謂弱冠即有此志ꎬ其«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

記摺子»云:

臣幼被治化ꎬ肄業諸經ꎬ校理注疏ꎬ綜核經義ꎬ於諸經本之異同ꎬ見相沿

之舛誤ꎬ每多訂正ꎬ尚未成書ꎮ 乾隆五十六年ꎬ奉敕分校太學石經ꎬ曾以唐石

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ꎬ比之幼時所校ꎬ又加詳備ꎮ 自後出任外省ꎬ復聚漢唐

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ꎬ選長於校經之士ꎬ詳加校勘ꎬ自唐以後單疏分合之不

同ꎬ明閩附音之有别ꎬ皆使異同畢録ꎬ得失兼明ꎬ成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二

百十七卷ꎬ附«孟子音義校勘記»一卷ꎬ«釋文校勘記»二十五卷ꎮ⑤

段玉裁«十三經注疏并釋文校勘記序»亦云:

臣玉裁竊見臣阮元ꎬ自諸生時至今校誤有年ꎬ病有明南北雝及琴川毛氏

«十三經注疏»本紕繆百出ꎮ 近年巡撫浙中ꎬ復取在館時校石經«儀禮»之

例ꎬ衡之群經ꎬ又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ꎬ集諸名士ꎬ授簡詁經精舍ꎬ令詳

其異同ꎬ抄撮會萃之ꎬ而以官事之暇ꎬ篝燈燭ꎬ定其是非ꎮ 復以家居ꎬ讀禮

數年ꎬ卒業於鄭氏三禮ꎬ條分縷析ꎬ犁然悉當ꎬ成此巨編ꎮ⑥

阮元校經緣起之説ꎬ似不爲後世學者所認同ꎮ 清蕭穆«記方植之先生臨盧

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»有云:“抱經先生校«十三經注疏»本ꎬ後入山東衍聖公府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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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轉入揚州阮氏文選樓ꎬ阮太傅作«校勘記»ꎬ實以此爲藍本ꎮ”蕭氏此説之根據ꎬ

自謂源於方東樹的校語記載:“道光四年ꎬ吾鄉方植之先生客於廣東督署ꎬ曾以

阮刻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ꎬ借抱經先生原本詳校一過ꎬ上下四旁朱墨交錯ꎬ惜彼

時行笥無«注疏»全部傳録句讀耳ꎮ”蕭穆咸豐年間造訪方東樹裔孫山如得以瀏

覽校稿ꎬ云“抱經先生手校多取惠半農氏之説ꎬ而植翁手録亦時有案語ꎬ或發明ꎬ

或糾正ꎬ實爲讀注疏者之切要”ꎬ並建議山如抄録整理ꎬ可惜止摘録了一小部分ꎬ

原稿即遭兵燹焚毀ꎮ 蕭文過録了數則方東樹批校ꎬ其中涉及«十三經注疏校勘

記»與惠氏、盧氏原校本的關係ꎬ有云:

此校惟論傳注同異、各本如何分别正俗得失處ꎬ至於經義之是非ꎬ與此

無涉也ꎮ 又見惠氏、盧氏諸家原校本ꎬ於傳注、釋文、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

細ꎬ助語多寡ꎬ偏旁增减ꎬ或不足爲重ꎻ然精核可采者ꎬ亦復不少ꎮ 又此記所

載及惠氏、盧氏所刻«古義» «拾補»ꎬ於此原校本詳略異同甚多ꎬ所遺亦甚

多ꎮ 余今以此本甄録之ꎬ然所遺仍多ꎬ須取一善本注疏本一一傳校ꎬ一字不

遺ꎬ留爲家塾讀本ꎬ亦經學一大助也ꎮ 原校本三禮尤精博也ꎮ

段氏每盗惠氏之説ꎬ阮氏即載之ꎬ何也? 蓋阮爲此記成就正於段故ꎮ 段

多入己説ꎬ以掩前人而取名耳ꎮ 又所改原文ꎬ多不順適ꎬ真小人哉ꎮ⑦

今人汪紹楹撰«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»ꎬ考察盧文弨曾纂集«周易注

疏輯正»«毛詩注疏校纂»«尚書注疏校纂»«儀禮注疏詳校»ꎬ其弟子臧庸從學段

玉裁ꎬ受知於阮元ꎬ參與校勘«十三經注疏»ꎬ而盧文弨手校«十三經注疏»又歸於

阮元ꎬ故斷定阮元校經ꎬ乃是受到盧文弨的啓發與影響ꎮ 我們認爲ꎬ阮元延客校

勘«十三經注疏»ꎬ應主要是受到當時學術氛圍的影響ꎬ盧文弨只是啓發者之一ꎬ

阮元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與盧文弨手校«十三經注疏»並没有直接繼承關係ꎬ故

今存李鋭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原始稿本甚至没有直接引用盧文弨本人的校勘意

見ꎬ是嚴杰補校時方與浦鏜的校勘成果一起增加進去ꎮ

根據張鑒«雷塘庵主弟子記»的記載ꎬ阮元編纂«經籍纂詁»始於嘉慶二年

(１７９７)ꎬ刊成於嘉慶四年ꎬ董其事者浙江歸安丁杰ꎬ總司校勘者江蘇武進臧庸ꎬ

另有兩浙各郡經古之士擔任具體分纂ꎮ 其間ꎬ嘉慶二年還翻刊過«七經孟子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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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»ꎮ 阮元設立“十三經局”ꎬ延客校勘«十三經注疏»ꎬ約始於嘉慶六年ꎮ 主其事

者段玉裁ꎬ分任其事者有何元錫、臧庸、顧廣圻、徐養源、洪震煊、嚴杰、孫同元、李

鋭等人⑧ꎮ 諸經校勘人情況ꎬ阮元在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各序中交待如下:“元

和生員李鋭”校«易»«穀梁»«孟子»ꎬ“德清貢生徐養源”校«書»«儀禮»⑨ꎬ“元和

生員顧廣圻”校«詩»ꎬ“武進監生臧庸”校«周禮»«公羊»«爾雅»ꎬ“臨海生員洪

震煊”校«禮記»ꎬ“錢塘監生嚴杰”校«左傳»«孝經»ꎬ“仁和生員孫同元”校«論

語»ꎮ 實際各人參與的時間並不一致ꎮ 據段玉裁嘉慶七年«與劉端臨書»:“雖阮

公盛意ꎬ而辭不敷文ꎮ 初心欲看完«注疏考證»⑩ꎬ自顧精力萬不能ꎮ 近日亦薦顧

千里、徐心田兩君而辭之ꎮ”􀃊􀁉􀁓嘉慶九年«與王懷祖書»:“唯恨前此三年ꎬ爲人作嫁

衣而不自作ꎬ致此時拙作不能成矣ꎮ”􀃊􀁉􀁔據劉盼遂«段玉裁先生年譜»ꎬ嘉慶八年六

月ꎬ段玉裁之父卒於蘇州ꎬ很可能此後即較少參與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審訂事

宜ꎮ 顧廣圻嘉慶六年與臧庸、何元錫一起被延入ꎬ段玉裁有舉薦之力ꎬ但因與同

僚特别是主事的段玉裁産生學術分歧􀃊􀁉􀁕ꎬ根據其行歷ꎬ大約在嘉慶七年歲末即脱

離“十三經局”ꎮ 而臧庸在嘉慶七年九月完成«周禮»«公羊»«爾雅»的校勘任務

後ꎬ也提前離開了“十三經局”􀃊􀁉􀁖ꎮ 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後期的補校、審訂ꎬ及至

最後刊刻成書ꎬ當以嚴杰出力最多􀃊􀁉􀁗ꎮ 今存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稿本的補校部分ꎬ

多爲嚴杰的手跡ꎬ足見一斑ꎮ

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凡例雖云“授經分校ꎬ復加親勘”ꎬ而諸經參校採摭ꎬ實

際是各自爲政ꎬ標準並不統一ꎮ 關於纂修得失ꎬ前賢已多有論列ꎬ此處不贅ꎮ 阮

元於諸經校勘記均有序文ꎬ言己舊有校本ꎬ今囑某某取校各本ꎬ己復定其是非ꎮ

但纂修的真實情況ꎬ恐並非如此ꎬ阮元挂名的成分更多一些ꎬ甚至各篇序文ꎬ都是

他人代筆ꎮ 如段玉裁嘉慶八年冬至日ꎬ撰有«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録序»ꎬ云:“錢

塘嚴生杰博聞強識ꎬ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并陳氏«考證»ꎬ及唐石經以下各本

及«釋文»各本ꎬ令其精詳捃摭ꎬ觀其所聚ꎬ而於是非難定者ꎬ則予以暇日折其衷

焉ꎮ”􀃊􀁉􀁘文字與阮元«春秋左氏傳»校勘記序文頗爲一致ꎬ當是段代阮捉刀ꎮ 今存

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稿本序文ꎬ亦是原有成稿ꎬ阮元施以文字删訂ꎬ詳見下文ꎮ 當

然ꎬ我們如據此完全否定阮元的著作權ꎬ也有失客觀ꎮ 阮元畢竟是考據學大家ꎬ

經學研究的造詣有目共睹ꎬ亦有相當部分成果融入校勘記之中ꎮ 至於段玉裁在

􀅰５􀅰

阮元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成書蠡測



校勘記中的貢獻ꎬ文獻没有具體記載ꎬ但既然負責審訂ꎬ自當做過不少“定其是

非”的工作ꎬ至少在纂修前期是如此ꎮ 今存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大概因成稿較晚ꎬ

似未經段玉裁細加改訂ꎮ 當然ꎬ段玉裁的部分校訂文字ꎬ因涉及與顧廣圻的意氣

之争ꎬ亦頗遭物議ꎮ 蕭穆«記方植之先生臨盧抱經手校十三經注疏»文即過録有

方東樹如下批語:

阮序“臣復定其是非”ꎮ 按嚴云ꎬ“臣復定其是非”ꎬ此語專爲段氏駁«詩

經»而設ꎬ因以施於群序云爾ꎮ 按«校刊記»成ꎬ芸臺寄與段懋堂復校ꎬ段見

顧所校«詩經»引用段説未著其名ꎬ怒之ꎬ於顧所訂ꎬ肆行駁斥ꎬ隨即寄粤付

凌姓司刻事者開雕ꎬ而阮與顧皆不知也ꎮ 故今«詩經»獨不成體ꎮ 此事當時

無人知者ꎬ後世無論矣ꎮ 乙酉八月ꎬ嚴厚民杰見告ꎬ蓋以後諸經乃嚴親齎至

蘇共段同校者也ꎮ

根據«雷塘庵主弟子記»ꎬ嘉慶十一年十月ꎬ“纂刊«十三經校勘記»二百四十

三卷成”ꎬ且阮元頗爲自得ꎬ云:“此我大清朝之«經典釋文»也ꎮ”􀃊􀁉􀁙實際正式刊佈

當在嘉慶十三年ꎮ 今存阮氏文選樓刻本ꎬ卷首有段玉裁序ꎬ落款即云“嘉慶戊辰

(十三年)酉月金壇前玉屏縣知縣臣段玉裁敬記”ꎬ此序録入«經韻樓集»ꎬ唯落款

文字改爲“嘉慶戊辰歲酉月金壇貢士前巫山縣知縣臣段玉裁記”ꎮ 阮元校勘十

三經ꎬ原本是爲重刊«十三經注疏»做準備ꎬ不意段、顧諸君各持己見ꎬ勢同水火ꎬ

遂致重刊之議延滯ꎮ 嘉慶二十一年ꎬ江西南昌府學始刊成«宋本十三經注疏»􀃊􀁉􀁚ꎮ

阮元«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»云:“嘉慶二十年ꎬ元至江西ꎬ武寧盧氏宣

旬ꎬ讀余«校勘記»而有慕於宋本ꎮ 南昌給事中黄氏中傑ꎬ亦苦毛板之朽ꎬ因以元

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ꎬ且借校蘇州黄氏丕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ꎮ 近

鹽巡道胡氏稷亦從吴中購得十一經ꎬ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ꎬ於是宋本注

疏可以復行於世ꎮ”􀃊􀁉􀁛此時ꎬ原參與校經的諸君或亡或散ꎬ刊刻乃由江西鹽法道胡

稷和士人盧宣旬主持ꎮ 盧宣旬摘録«校勘記»部分内容ꎬ並予以校補ꎬ附於各卷

之後ꎮ 然南昌府學本因成書倉促ꎬ主事者學識有限ꎬ校勘不精ꎬ頗受譏評ꎮ 阮元

«書後»文末附阮福案語ꎬ即云:“此書尚未刻校完竣ꎬ家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ꎬ校

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ꎬ其中錯字甚多ꎬ有監本、毛本不錯而今反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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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ꎬ要在善讀書人ꎬ參觀而得益矣ꎮ 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ꎬ故家大人頗不以此刻

本爲善也ꎮ”故道光初年ꎬ嚴杰主持纂修«皇清經解»ꎬ據阮氏文選樓本重刊ꎬ以正

視聽ꎬ其«周易校勘記»卷一有附記曰:

注疏之善册未有過於十行本者ꎮ 若毛氏汲古閣本ꎬ缺佚錯訛ꎬ棼不可

理ꎮ 十行本初次修板在明正德時ꎬ即日本山井鼎«七經孟子考文»所載正德

本ꎬ非别有正德注疏本也ꎮ 正德後遞有修改ꎬ誤書棘目ꎬ不若毛本多矣ꎮ 近

年南昌重刻十行本ꎬ每卷後附以校勘記ꎬ董其事者不能辨别古書之真贋ꎬ時

引毛本以訂十行本之訛ꎬ不知所據者乃續修之册ꎬ更可詫異ꎬ將宫保師校勘

記原文顛倒其是非ꎬ加補校等字ꎮ 因編«經解»ꎬ附正於此ꎬ俾後之讀是記

者ꎬ知南昌本之悠繆有如是夫ꎮ 錢塘弟子嚴杰謹識于廣州督糧道署ꎬ時道光

六年八月朔日ꎮ

二　 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的稿本、謄録本與刻本

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的分任者李鋭(１７６９—１８１７)ꎬ字尚之ꎬ號四香ꎬ江蘇元和

人ꎮ 清乾隆末期ꎬ肄業蘇州紫陽書院ꎬ從錢大昕習算學ꎬ頗受青睞ꎬ後與焦循、談

泰諸人並稱曆算名家ꎮ 嘉慶初年ꎬ應阮元之聘ꎬ先是從事«經籍纂詁»和«疇人

傳»的纂修編輯ꎬ隨後又參與編纂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工作ꎬ分任«周易正義»

«春秋穀梁傳注疏»及«孟子注疏»三書校勘之役ꎮ 國家圖書館所存«周易注疏校

勘記»稿本ꎬ經與同館藏李鋭«觀妙居日記»原稿本比對筆跡ꎬ當屬李鋭手稿ꎮ 該

稿本以“日增泰記”紅格(部分緑格)紙書寫ꎬ半葉二十行ꎬ行二十三字ꎬ現存卷一

至三ꎬ卷八至十一ꎬ毛裝兩册ꎮ 文本内容包括作者的原稿及修訂ꎬ兩种筆跡的朱

筆校訂ꎮ 第二册卷末朱筆題署“甲子仲春三日嚴杰校補”ꎬ與稿内朱筆之一筆跡

相同ꎬ故此可以判斷校訂較多的朱筆文字出自嚴杰之手ꎬ另一朱筆批校ꎬ據筆跡

推測ꎬ係出自阮元之手ꎮ 國家圖書館同時入藏有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謄清本全

卷ꎬ紅格正楷抄寫ꎬ半葉二十行ꎬ行二十三字ꎬ毛裝三册(卷一至三、卷四至七、卷

八至十一)ꎮ 文本内容有少量墨筆校改增補和朱筆審訂ꎬ推測分别爲孫同元和

嚴杰手跡ꎮ 第一册封底題有“約二万乙千七百六十六 /三本約五万八千九百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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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”“甲子十二月十七日鐙下對畢同元記”ꎻ第二册封底題有“約二万〇百七

十”“甲子十二月十八日同元對畢”ꎻ第三册封底題有“約乙万七千〇廿六” “甲

子十二月十九日同元對畢”ꎮ 由此可見ꎬ謄清本是孫同元擔任復核ꎬ嚴杰最後審

定ꎬ且復核的時間僅有三天ꎮ 根據筆者簡單的文字比對ꎬ謄清本基本依照原稿修

訂本的文字抄録ꎬ但以旁批形式補入部分内容ꎬ阮氏文選樓刊本依照謄清本刻

印ꎬ亦有少許增補ꎮ

筆者根據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的稿本、謄清本和刻本提供的綜合信息ꎬ推測其

纂刊流程如下:一、分任者李鋭完成初稿并作自我修訂ꎻ二、嚴杰校補調整ꎻ三、阮元

批校ꎻ四、謄清成稿ꎻ五、孫同元復核ꎬ并有少量增補ꎻ六、嚴杰校定(或如方東樹言ꎬ

與段玉裁同校)ꎻ七、刊刻成書(刊本校樣仍有少量增補)ꎮ 從稿本到刻本ꎬ文字内容

甚至文本結構都有更動ꎬ而這些變化寓含有豐富的學術信息ꎮ 試舉例略作闡發:

(一)嚴杰校補ꎮ 現存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七卷稿本ꎬ在李鋭原稿之外ꎬ以嚴

杰校補的文字最多ꎮ 如第一卷共有校勘記二百七十六條ꎬ其中新增和訂補的就

有四十七條ꎬ而且基本出自嚴杰之手ꎮ 嚴杰校補的工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:一

是通過新增條目和訂補校記文字ꎬ補入李鼎祚«周易集解»異文以及清儒盧文

弨、浦鏜等人的校勘成果ꎮ 二是李鋭原稿止校文字異同ꎬ甚少論斷ꎬ嚴杰校補則

對諸本異文間下按語、斷語ꎮ 分别舉例如下:

１. 增補獨立條目ꎮ

①卑謙而不可踰越 «集解»作卑者有謙而不踰越ꎮ 盧文弨云«論語疏»所引正同ꎮ

(卷一)

②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 郭京云“而”乃“不”字之誤ꎮ 盧文弨謂

“而”下脱“不”字ꎮ (卷一)

③此於九事之第一也 浦鏜云“於”字衍ꎬ是也ꎮ (卷八)

④待隼可射之動而射之 盧文弨云上“之”字下當有“時”字ꎮ 嚴杰云“動”疑“時”

字之誤ꎮ (卷八)

２. 訂補校記文字(黑體字爲嚴杰校補)ꎮ

①起契之過職不相監 閩本同ꎮ 岳本監毛本“監”作“濫”ꎮ «釋文»亦作“濫”ꎮ 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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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古本足利本無上四字ꎬ岳本同(李鋭原稿“岳本”下爲“亦無上四字ꎬ“監”作“濫”ꎬ«釋文»出

“相濫”)ꎮ (卷二)

②爲己寇難 岳本宋本古本足利本同ꎮ «集解»本亦作“難”ꎮ 閩監毛本誤“雖”ꎮ

(卷三)

③棟爲末 閩監毛本同ꎮ 錢本宋本“棟”作“榱”ꎮ 盧文弨云:榱ꎬ是也ꎮ (卷三)

④故言其辭游也 閩監毛本同ꎮ 錢本宋本“游”上有“浮”字ꎮ 盧文弨云:“言”字疑

衍ꎮ (卷八)

３. 增加按語、校語(黑體字部分)ꎮ

①輔嗣之注若此 錢本閩監本同ꎮ 毛本“注”作“註”ꎮ ○按漢唐宋人經“注”字無作

“註”者ꎮ (卷一)

②其德乃耳 錢本宋本閩本同監毛本ꎬ“耳”作“爾”ꎮ 按:監毛本是也ꎮ “爾”作如此

解ꎬ“耳”作而已解ꎮ 其德乃爾ꎬ猶云其德乃如此ꎮ “爾”在古音十五部ꎬ“耳”在一部ꎬ二字音義

絶不相同也ꎮ (卷三)

③不敢葘發新田 宋本閩本同ꎮ 錢本監毛本“葘”作“首”ꎮ 按:盧文弨云首發新田正

謂葘也ꎬ錢本是ꎮ (卷三)

(二)阮元批校ꎮ 在現存稿本中ꎬ間有阮元的批注、按語ꎬ雖然爲數不多ꎬ但

或辨析學術ꎬ或闡明訓詁ꎬ頗具考據學旨趣ꎮ 如“周易兼義上經乾傳第一”條校

記(卷一)ꎬ阮元增入“蓋其始ꎬ注疏無合一之本ꎻ南北宋之間ꎬ以疏附於經注者ꎬ

謂之某經兼義ꎻ至其後ꎬ則直謂之某經注疏ꎬ此變易之漸也”ꎬ實際是在段、顧之

争的根本問題上ꎬ表明了不認同段説的態度ꎮ “其唯聖人乎”條校記(卷一)ꎬ阮

元有按語云:“按王肅本大非ꎮ 此經依«釋文»所載ꎬ無末五字者是最古本ꎮ 此是

倒裝文法ꎬ故曰‘其唯聖人乎’ꎬ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ꎮ 如«檀弓» ‘誰與哭

者’ꎬ即‘哭者誰與’ꎮ”“輿説輹”條校記(卷三)ꎬ原稿校記作“石經、岳本、閩、監、

毛本同ꎮ «釋文»:輿ꎬ本或作‘轝’ꎻ輹ꎬ蜀才本同ꎬ或作‘輻’”ꎮ 阮元按語云:“按

作‘輹’是也ꎮ 輹者ꎬ伏兔也ꎬ可言脱ꎻ輻貫於牙轂ꎬ不可言脱ꎮ”阮元還對部分校

記異文ꎬ做出簡單的是非判斷ꎬ有“作某爲是”、“是也”、“不可從”等用語ꎮ 謄清

本對於阮元的批校有文必録ꎬ但也導致某些單純的批注濫入校語ꎬ如“古本多不

􀅰９􀅰

阮元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成書蠡測



可信”“毛本不誤ꎬ查閩監本”之類即是ꎮ 此外ꎬ阮元也對原稿及校補的幾處文字

作了删訂ꎮ 如卷八“皆習包犧氏之號也” 條ꎬ嚴杰校記作“浦鏜云‘習’ 當作

‘襲’ꎮ 按段玉裁云經典‘習’‘襲’二字同音多通ꎬ用浦説非也”ꎮ 阮元即删去了

按語文字ꎬ顯示並不認同段説ꎬ而這似乎也是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中唯一直接引

用段玉裁説法之處ꎮ 阮元、嚴杰的按語文字在刻本中均以“○”或空格的方式與

原稿校記區别ꎮ 曾有學者撰文將其作爲不同角度的兩類校記加以研究ꎬ甚或判

定“○”後按語乃段玉裁所作ꎬ實際是不明其中原委ꎮ

(三)序文問題ꎮ «周易注疏校勘記序»在稿本中係單獨成文ꎬ當是他人代阮

元所作ꎮ 根據筆跡考察ꎬ可以排除李鋭、嚴杰代作的可能性ꎮ 筆者據文意揣測ꎬ

或與«春秋左傳校勘記序»一樣ꎬ出自段玉裁之手ꎮ 稿本序文ꎬ阮元、嚴杰均有修

改ꎬ謄清稿據修改稿録文ꎬ然刻本又有增删ꎮ 文字變動主要涉及兩處:

一是稿本、謄清本作“爲書十卷ꎬ别校陸氏釋文一卷”ꎬ而刻本作“爲書九卷ꎬ

别校略例一卷ꎬ陸氏釋文一卷”ꎮ «周易略例»ꎬ«石經»古本、宋十行本均附屬經

後ꎬ然南昌府學刊«宋本十三經注疏»本獨缺此卷ꎮ 汪紹楹文推斷因阮氏藏本适

缺此卷ꎬ故未刊刻ꎮ 今存稿本、謄清本均有此卷校勘記ꎬ止是注明“此校以岳本

爲主”ꎬ附於九卷正文之後ꎬ阮氏文選樓刊本則置於«釋文»校勘記之後ꎮ 大概還

是慮及底本原因ꎬ稿本、謄清本序文未列«略例»ꎬ刊刻時則予以補正ꎮ

二是序文涉及惠棟的批評文字ꎬ從稿本到刻本ꎬ變動較多ꎬ其中寓意ꎬ頗可玩

味ꎮ 阮氏文選樓本序文有如下文字:

國朝之治«周易»者ꎬ未有過於徵士惠棟者也ꎬ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

«周易集解»與自著«周易述»ꎬ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ꎮ 蓋經典相沿已久之

本ꎬ無庸突爲擅易ꎬ況師説之不同ꎬ他書之引用ꎬ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ꎬ但

當録其説於考證而已ꎮ

稿本、謄清本在此段文字後還有如下内容:

而惠棟於天地絪緼則更爲ꎬ以爲本«説文»ꎬ而不知其俗也ꎮ 又

如突如其來如ꎬ改突爲倒子字ꎬ以爲本«説文»ꎬ而不知«説文»部下引

«易»ꎬ以突訓ꎬ乃同音相訓之例ꎮ 是其所爲本«説文»者ꎬ大乖«説文»也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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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亹亹字亦見«詩»«爾雅»古訓ꎬ猶勉勉也ꎬ没没也ꎬ從無作娓娓者ꎮ 惠棟

徑爲改爲ꎬ成天下之娓娓ꎮ 其説本於宋徐鉉ꎬ鉉之妄説ꎬ而實非«説文»之説

也ꎮ 又如眇能視跛能履ꎬ徑改爲而視而履ꎬ不知古能而通用ꎬ此正«周易»古

字ꎬ而不當議改者也ꎮ 後之宗惠棟治«易»者ꎬ當知其字ꎬ而不可以如此ꎮ

黑體字部分爲阮元删掉的文字ꎬ而刻本又將此整段删除ꎮ 該篇序文字數并不多ꎬ

可是批評惠棟之學的内容ꎬ竟不憚其煩ꎬ幾佔原稿大半篇幅ꎬ明顯是在借題發揮ꎮ

那麽究竟是阮元還是段玉裁在借題發揮呢? 似乎段玉裁的可能性更大ꎮ 前引方

東樹指斥段氏掩襲惠氏之説的文字ꎬ或可作爲我們猜測的注腳ꎬ而«周易注疏校

勘記»稿本、謄清本完全不見對惠棟之説的徵引ꎬ本身也不正常ꎮ

(四)謄清本、刻本的增補ꎮ 李鋭并不以經學見長ꎬ加之成書倉促ꎬ故«周易

注疏校勘記»在參校本選擇、文字校訂諸方面ꎬ頗遭詬病ꎮ 嚴杰、阮元的訂補雖

然有助於原稿的完善ꎬ但有待補充的内容仍然很多ꎮ 因此ꎬ謄清稿在訂補稿的基

礎上ꎬ又有所增補ꎬ而文選樓刊本較之謄清稿ꎬ還有少許增補ꎮ 兩次增補的内容

主要是吸收當代學者的校勘成果ꎬ涉及的學者有惠棟、王念孫、錢大昕、孫志祖等

人ꎬ列舉如下:

①“童蒙求我”條(卷一)ꎬ按語作“按惠棟«周易古義»引«吕覽􀅰勸學篇»

注ꎬ易曰:匪我求童蒙ꎬ童蒙來求我ꎮ 王念孫云:注云童蒙之來求我ꎮ 又蔡邕處士

圈叔則碑:童蒙來求ꎬ彪之用文ꎮ 是漢魏時經文多有來字”ꎮ 未見於稿本和謄

清本ꎮ

②“力小而任重”條(卷八)ꎬ校記引“錢大昕云:當從唐石經爲正ꎮ «後漢

書»朱、馮、虞、鄭、周傳贊注引«易»與石經同ꎮ «三國志􀅰王脩傳»注引«魏略»ꎬ

‘力少任重’ꎮ 又«漢書􀅰王莽傳»ꎬ‘自知德薄位尊ꎬ力少任大’ꎬ今本‘少’作

‘小’ꎬ唯北宋景祐本是‘少’字”ꎮ 此條係謄清本簽補ꎮ

③“理而無形”條(卷八)ꎬ原校記作“閩、監、毛本同ꎬ岳本、宋本、古本、足利

本‘无’作‘未’”ꎬ嚴杰補“«集解»同”ꎬ謄清本又增補“孫志祖云:據‘乾􀅰文言:

可與幾也’ꎬ疏當作有理而未形”ꎮ

今人論及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缺失ꎬ每每指其吸收當代學術成果不夠ꎬ

這自無不當ꎬ但對«校勘記»成書前彌補此項缺失的努力ꎬ似乎有所忽視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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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　 小　 結

阮元廣羅善本ꎬ延納學界菁英ꎬ纂成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ꎬ其中備列諸本異

同ꎬ廣採日本山井鼎«七經孟子考文»和清儒校經成果ꎬ堪稱經典文本校訂的空

前之作ꎬ迄今恐尚無出其右者ꎮ 正因如此ꎬ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雖然存在底本、

校本選擇失當ꎬ以及缺校、漏收等項問題ꎬ但仍不失爲清儒樸學的典範ꎬ阮刻«十

三經注疏»至今還是文史學者案頭必備之書ꎮ 有關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纂修

原委ꎬ尚存在不少文獻缺失ꎬ學界對此亦有争議ꎮ 我們根據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

稿本、謄清本和刻本的文本狀況ꎬ結合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纂修過程的文獻考

察ꎬ做些簡單梳理ꎮ 首先ꎬ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纂修主要是受當時學術氛圍

的影響ꎬ與盧文弨、惠棟的校經成果并無直接的繼承關係ꎮ 其次ꎬ諸經校勘并非

阮元所謂“授經分校ꎬ復加親勘”ꎬ主要還是各自爲政ꎬ標準亦不一致ꎮ 但是校

經、補校、審訂、復核ꎬ存在相對嚴格的流程ꎬ有助於提高校勘水準ꎮ 再次ꎬ從稿本

到刻本ꎬ各個階段的文本變化ꎬ並非簡單的文字增减ꎬ而是體現着學術旨趣與認

同ꎬ具有學術史意義ꎮ 本文只是就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加以初步分析ꎬ并不具有

普遍意義ꎬ對於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的全面評價ꎬ有待于對諸經校勘記的文本

進行深入細緻的梳理ꎬ並置於當時的學術環境之内ꎬ方能得出相對客觀的

結論ꎮ 　

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“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研究” (１１ＡＺＷ００５)

成果

附記:本文乃筆者應國家圖書館張志清副館長之命ꎬ爲“古籍形制􀅰圖像􀅰

文本———中日書籍史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”(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北京)而撰ꎬ原題作

“從稿本到刻本——— 以«周易注疏校勘記»成書爲例”ꎮ 因爲研討會主辦方原定

出版專題論文集ꎬ故一直存諸篋笥待刊ꎮ 數年之間ꎬ相關研究雖有所推進ꎬ但拙

作涉及問題似仍有披露價值ꎮ 今應«國學研究»之約ꎬ重新檢出ꎬ略事補訂ꎬ以就

正大方之家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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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周易注疏校勘记»稿本 １

«周易注疏校勘记»稿本 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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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周易注疏校勘记»稿本 ３

«周易注疏校勘记»謄清本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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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周易注疏校勘记»謄清本 ２

«周易注疏校勘记»謄清本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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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　 釋

① 盧文弨«抱經堂文集»卷七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８４ 頁ꎮ

② 汪紹楹«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»ꎬ«文史»第三輯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３ 年版ꎬ第 ２６ 頁ꎮ

③ 盧文弨«抱經堂文集»卷二ꎬ第 ２４ 頁ꎮ

④ 段玉裁«經韻樓文集補編»卷下(劉盼遂輯校)ꎬ«經韻樓集»ꎬ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

３９３ 頁ꎮ

⑤ 阮元«研經室集»二集卷八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３ 年版ꎬ第 ５８９—５９０ 頁ꎮ

⑥ 阮元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卷首ꎬ清嘉慶阮氏文選樓刻本ꎮ «經韻樓集»卷一亦録有該序ꎬ文

字微有差異ꎮ

⑦ 蕭穆«敬孚類稿»卷八ꎬ黄山書社 １９９２ 年版ꎬ第 ２０９—２１３ 頁ꎮ

⑧ 楊文蓀«思適齋集序»:“嘉慶辛酉ꎬ儀徵相國撫浙ꎬ延元和顧君澗賓及武進臧拜經、錢唐何夢

華ꎬ同輯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ꎬ寓武林之紫陽别墅ꎮ”(王欣夫輯«顧千里集»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

年版ꎬ第 ４１５ 頁)另據劉盼遂«段玉裁先生年譜»“嘉慶六年”條ꎬ“五月ꎬ先生到杭州ꎬ十二

日ꎬ阮中丞招先生同孫淵如、程易疇雅集於詁經精舍之第一樓ꎬ淵如有詩紀之”ꎮ (段玉裁

«經韻樓集»附録ꎬ第 ４６８ 頁)

⑨ 錢儀吉«徐新田墓志銘»:“儀徵阮公徵高材生數十人ꎬ詁經於杭州ꎮ 君與其弟養灝與

焉ꎮ 􀆺􀆺其後校勘諸經注疏ꎬ以«尚書»«儀禮»二者屬君ꎮ «儀禮»錯簡脱文尤衆ꎬ君所校遠

出永嘉、濟陽兩張氏上ꎮ”(繆荃孫輯録«續碑傳集»卷七二)

⑩ 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原擬名«十三經注疏考證»ꎮ

􀃊􀁉􀁓 段玉裁«經韻樓集補編»卷下(劉盼遂輯校)ꎬ«經韻樓集»ꎬ第 ４１３ 頁ꎮ

􀃊􀁉􀁔 段玉裁«經韻樓集補編»卷下(劉盼遂輯校)ꎬ«經韻樓集»ꎬ第 ４１４—４１５ 頁ꎮ

􀃊􀁉􀁕 段、顧之争ꎬ起因於注疏合刻始於北宋抑或南宋的分歧ꎬ延及周禮學制問題的辯論ꎬ最後勢

如水火ꎮ 雙方往返文字ꎬ具見各自文集ꎬ前賢亦多有闡發ꎬ此處不贅述ꎮ

􀃊􀁉􀁖 臧庸«送姚文溪大令還濟南序»:“儀徵阮公撫浙之明年ꎬ校勘«十三經»ꎬ招鏞堂與其事ꎬ越

三載壬戌九月ꎬ鏞堂分校者先竣ꎬ因請歸ꎮ”(民國十九年[１９３０]宗氏石印本«拜經堂文集»

卷四)

􀃊􀁉􀁗 李遇孫«金石學録»卷四即云:“(嚴杰)究心古學ꎬ爲雲臺師所賞識ꎬ久館節署ꎬ«十三經注疏

校勘記»等書皆面承指示而助成之ꎮ” (民國二十三年[１９３４]羅氏石印百爵齋叢刊本)另據

筆者目驗ꎬ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王念孫批校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»初印本(鈐有

“淮海世家”“高郵汪氏藏書印”)卷首總目末葉原題“臣嚴杰校字”ꎬ文選樓正式刊本始挖改

作“臣阮亨校字”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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􀃊􀁉􀁘 段玉裁«經韻樓集»卷四ꎬ第 ６５ 頁ꎮ

􀃊􀁉􀁙 張鑒«雷塘庵主弟子記»卷二ꎬ«阮元年譜»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 年版ꎬ第 ６５ 頁ꎮ

􀃊􀁉􀁚 據前引汪紹楹文考證ꎬ正式刊成當在嘉慶二十二年秋ꎮ

􀃊􀁉􀁛 阮元«研經室集»三集卷二ꎬ第 ６２０ 頁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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